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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下的管理缺失
——一个半农半牧区草场管理的案例研究3

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北方草原退化日益严重,不仅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也影响到北方大部地区的环境。

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希望扭转草原退化的趋势,但是结果并不理

想,村民似乎总在通过各种办法违反政府的政策。本文以一个农牧交错带的案例研究为基础,观

察其近年来畜牧业生产的变化,分析农民放牧行为与国家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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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990年代后期,草原退化的速度加快,并开

始引起人们关注。据统计,在赤峰市的 8600万亩草

场中,有 2ö3处于中度或重度退化状态。关于草场

的退化,学者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一些学者

强调气候因素所造成的影响[ 1 ] (p 44) ; 更多的学者则

强调过牧所造成的影响;近年来一些蒙古族的学者

强调在现行政策下,草场使用方式的错误是导致草

原退化的主要原因[ 2 ]。草原退化也引起了各级政府

的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并在局部地区

取得了成效,这些政策在局部地区取得环境保护成

就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改变着牧民的社区生活,而

生活的改变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项政策的

落实。

本文基于我们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半农半

牧区一个村庄的调查,分析在过去 20多年中各项

政策的影响,以及政策实施所带来的社区生活的变

化,并进而分析政策与农民生活之间的相互影响。

村庄背景

为了方便叙述,我们将所研究的村庄称为沙土

村 (真名隐去) , 它由 19 个村民小组组成, 原来这

19 个村民小组分别属于两个行政村, 近年在撤乡

并村的过程中被合并, 从而减少了约 50%的行政

村干部。19个村民小组是由 19个自然村构成的,

它们分布在不同的山沟中,彼此之间的距离很远,

从行政村所在的自然村到一个比较偏远的自然村

要乘越野车在沙漠中行驶半个多小时。

从整体上来说,这个行政村处于浑善达克沙漠

的边缘,以河流和公路为界,村庄的南半部分为沙

漠地区,北半部分为土山地区。依据地理位置,全村

的 19个村民组可以被分做三种类型,多数的村庄

分布在公路沿线,他们同时有沙漠和土山; 有两个

自然村分布在浑善达克沙漠中,村庄完全被沙漠包

围;还有少数村庄分布在北部的山沟中,没有沙地。

我们的调查主要是在前两种类型村庄中进行的,在

公路沿线,我们选择了中村,而在沙漠深处,我们选

择了皮村。

这个地区村庄形成很晚,据《克什克腾旗志》的

记载: 在清朝初年开始有汉族移入,到光绪年间达

到 7万多人,但是在清末民初,汉族人口大量减少,

从 1932年开始,地方政府重新开始招募汉族农民,

垦荒种地[ 3 ]。赵显友是中村的老人,据他回忆,中村

最早的居民是赵姓兄弟,那时只有兄弟两人,到民

国后期才陆续有杨家、孙家和段家等迁入,人口增

长很缓慢,直到 1945年土改的时候,中村一个自然

村也仅有 4- 5 户人家, 20 个人左右。到 1950 和

1960 年代,有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到这个地

区,从而使当地人口迅速增加。到 1980年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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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农户开始外迁。外迁包括了两种形式,在皮村,

一些从城市来的农户在政策放宽以后陆续回到他

们所来的城市; 在中村,一些年轻的农民在外面获

得稳定工作以后,他们的父母也陆续地离开村庄。

从 1980年代以后,村庄的人口在减少。

尽管现在这里是半农半牧区,但是养羊的历史

并不很长,在建国以前,这里的人口全部从事农业,

并没有饲养牲畜, 到人民公社的时候才开始饲养

羊。中村被认为是不错的生产队,当时的羊只饲养

量也仅有 200多只,此外还有 100多头牛,到 1970

年代,羊只的饲养量翻了一倍,增加到 400多只。从

1980 年代包产到户以后, 羊的饲养量迅速增加,

1990 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市场上羊绒价格升高刺

激了当地农民养山羊的积极性,到 1990年代末期,

中村的山羊发展到了近 2000只,皮村的山羊也发

展到差不多的数量。到 2003年前后,地方政府采取

了比较严格的措施限制饲养山羊, 山羊被绵羊取

代,经过两年,现在绵羊数量逐渐恢复。

随着羊只数量的增长,草场在迅速退化,原来

浑善达克沙漠被草原所覆盖,经过山羊的践踏,植

被严重退化,沙漠迅速裸露出来。为了恢复植被,防

治沙漠化,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饲养山羊

的农户征收很高的费用,从而使山羊被几乎完全禁

绝。地方政府通过修建网围栏,将大面积沙化草原

围封起来,使其自然恢复。同时通过“草畜平衡”,

“以草定畜”,实施舍饲禁牧,恢复植被。在政策实施

过程中,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产生了

丰富多彩的互动关系。

“双权一制”的实施

草原退化似乎在不断验证哈丁关于“公地悲

剧”的理论,当农民在公共牧地上放牧时,他们更倾

向于大量地放牧生畜,尽管他们知道这样可能会导

致草场退化, 并进而影响自己的利益[ 4 ] (p 1243- 1248)。

从这里导出的政策就是不断地明晰产权,或者如同

D ee M ack 在评述西方学者所倡导的草原政策所说

的私有化[ 5 ]。在这种前提下,从 1990年代后期政府

积极推进了草场承包,也就是“双权一制”——所有

权落实到嘎查 (村) ,使用权落实到户; 实行承包责

任制;他们假设,当草场的产权被清晰界定以后,农

民会关注其长远利益,从而保护草场。但在村庄中,

情况远比理论假设复杂得多。

在中村,草场包括了 3类:

第一类是打草场,打草场主要分布在农田的田

间地头。在历史上,中村农民主要从事农业,土地面

积较大,现在全村平均每人还有将近 8 亩土地,在

土地开发过程中形成了田间地头。1982年,全村的

土地被承包到户时,农民饲养牲畜数量较少,而且

主要以放牧为主,甚至在冬天也不需要准备很多饲

料,因而没有人关心草场的使用权问题。那时,农民

并没有打草场的概念,对于他们来说,除了农田以

外,其他地方都是放牧场。打草场是自然形成的一

些牧草比较好的地方。在农作物生长期间,农田是

不能放牧的,农田周围的草场也因而得到保护,经

过一个夏天的生长,农田周围的草长势很好,农民

要准备过冬饲草时候,这些草地自然就成为农民打

草的首选。每家的田间地头就自然成为各家的打草

场,但是因为没有严格的划分,所以并没有严格的

使用权。草的所有权是基于农民所付出的劳动,生

长的草是属于公共的,而被割掉以后就属于私人的

了。当时农民割掉草以后并不急于搬运回家,可能

会放在田间晒干,但只要被割掉,那么草就有了所

有权,别的人不会去使用这些被割倒的草。随着饲

养牲畜数量的增加,农民需要更多越冬饲草,每家

田间地头所生长的草就属于这个农户所有,别人要

去打草,总要与农户商量一下。尽管在最初,商量往

往只是打个招呼,很少有不被允许的,但逐渐地,每

个农户都需要大量饲草的时候,商量就变得不容易

了。人们开始意识到,打草场也是重要的资源,围绕

打草场的分配,开始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每个农户田间地头的大小和所生长草的质量

都不一样,打草场占有不均直接影响到农户冬季饲

草的储存,于是在 1997年土地第二轮承包的时候,

打草场也被重新进行了分配。打草场的重新分配基

于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延续了地头地边的概

念,以耕地的牛拖着犁可以转身为标准,在这个范

围内的草地属于农田的所有者。在此之外田间地头

的草地均统一划分。第二个原则基于产草量,打草

场的划分并不完全基于面积,一般产草量比较低的

草地,划分到户的时候面积就会大一些,反之就会

小一些。打草场的划分远远没有耕地那么严格。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家打草场的产草量是很不平衡

的。确定农户打草场地块大多采取了抽签的方法。

打草场划分是在饲草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人们

做出的一种选择,但从后来的实践中可以看到,打

草场的划分只是避免因为打草而产生的矛盾,对于

打草场的建设没有任何帮助。打草场的封闭只是受

到农地包围而自然形成的, 在每年农作物收割以

后, 打草场与农地一起都开放成为自由放牧的地

方; 一些靠近路边、或远离农田的打草场得不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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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的有效保护,经常成为公共的放牧场所。每到夏

秋季节,全村的羊组成三四帮,雇佣羊倌统一放牧,

羊倌也会将羊放牧到这些没有保护的打草场中。

近几年天气越来越干燥,打草场草的产量越来

越少,人们对打草场的关注也少了,每个人都说,打

草场的草“稀松”,也就是说没有多少产量。

村庄中的第二类草场就是放牧场。过去村庄对

于放牧没有什么管理,除了农田以外,有草的地方

都是放牧场。实际上在农作物收割以后,农田也成

为放牧场。中村的国土面积达到 10000多亩,他们

的草场也就有近万亩。南面的沙窝地,北面的山坡

地,都是放牧场。现在所谓的放牧场已经被大大缩

小了,只有北面山坡草场属于放牧场,关于那片放

牧场的面积,人们有不同的估计,一种说法是通过

卫星定位测量, 大约有 5000 亩, 也有人估计只有

2000亩。这片山坡地上的水土流失比较严重,如果

减去各种沟壑面积,这片草场的面积肯定大大少于

测量面积。中村比较幸运,他们因为有这一片山坡

草场,因此被界定为“半舍饲”地区,其他“全舍饲”

的自然村①,在政府的政策中已经没有放牧场了。

村民关于放牧场概念的形成受到了几个方面

原因的影响,首先一个影响来自于草场承包,也就

是“双权一制”的政策。从 1990年代后期,政府积极

推进草场承包政策。在我们的调查村,所有的草场

面积,至少在纸面上已经被承包到各个农户。从村

庄的官方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村有 10880亩放

牧场。我们在农户访问谈到放牧场时候,每个人的

说法都不尽相同,有人说人均 80亩放牧场,也有人

说是 100亩或 60亩。通过草场承包,使村民开始有

了放牧场的概念。为此,专门制作了草场使用证,在

这个证上,规定了各个家庭放牧场的面积,地块位

置,但是直到我们调查的时候,草场使用证还没有

真正发放到农户。

通过草场承包,在村庄中出现了两个放牧场概

念,第一个概念是纸上的概念,农户知道自己有多

少放牧场,但是并不知道这些放牧场在什么地方,

这个数字是对应政府政策的。“以草定畜”和禁牧补

贴都是基于纸上放牧场的概念。从 2002年开始,在

这个村庄中开始实施草畜平衡的政策,每 10亩放

牧场可以饲养一只羊,到 2003年,据说因为草场有

所恢复,因此载畜量提高,每 8 亩放牧场就可以饲

养一只羊。如果一个家庭饲养羊只的数量超过了规

定,就要从其他牲畜少的农户流转放牧场指标。此

外,禁牧补贴也是基于所承包的草场面积。为了鼓

励禁牧,国家出台了政策,农民因为禁牧要增加草

料的支出,所以政府提供相应的补贴,补贴的依据

就是所承包的草场面积。尽管在进行草场承包的时

候宣传了禁牧补贴政策,但是在半农半牧区,这项

政策并没有落实。在克什克腾旗,只在纯牧区实施

了补贴政策。

真正可以用于放养牲畜的放牧场是村庄北面

山坡草场,它并没有被真正承包到户,一直作为公

共放牧场使用。据村民解释,放牧场不能被真正分

割到户的原因是因为放牧场的面积过于狭小。在这

里我们可能涉及到了畜牧业与农业的区别,农田很

容易被分割到农户,但是牲畜却是流动的,很难被

局限于一块小的地方。所以尽管有了地块图,有了

草场承包的政策,但是放牧场仍然是集体使用,但

是在承包到户以后却没有集体管理。

放牧场边界的形成类似一种排除法,国家的政

策逐渐将一些地块规定为不能放牧的地区,从而剩

下的就成了实际的放牧场。中村是沿公路的村庄,

南面是浑善达克沙漠, 因此在这里有了很多项目

区,项目区都被围封起来,不允许村民在里面放牲

畜。此外, 1990年代后期实施的五荒拍卖,一些沙

化草场作为荒地拍卖给个人,他们将购买来的荒地

围封起来,作为自己家庭的林地、打草场,甚至放牧

场。所有这些围封区都被禁止放牧。

围封在减少了放牧场面积的同时也实际上规

定了放牧场的范围, 从而使放牧场的界限更为

清晰。

政府推进的生态措施和政策也对放牧区做出

了许多规定,这里是风沙源地区,保护和恢复植被

是很重要的生态目标,为此政府出台了禁牧政策和

公益林区的政策。每年的 6月至 11月是放牧季节,

11 月到次年的 5 月是禁牧季节,为了执行禁牧政

策,政府在乡级建立了生态中队。公益林的政策更

进一步限制了放牧场的面积。林业局在乡级建立了

执法机构,他们的职责之一是保护所有生长灌木丛

的地方。灌木丛可以起到固沙的作用,但是灌木的

生长很分散,而只要有灌木生长的地方就是禁止放

牧的地方。按照规定,这些地方也是不允许放牧的

地方。在皮村,村民们抱怨,通往放牧场的道路都有

灌木生长,如果严格执行这个政策,那么就不可能

放羊了。

在承包、围封和生态建设的共同作用下,人们

逐渐形成了放牧场的概念,但是放牧场并没有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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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到农户。

第三类草场是围封区,也是面积最大的草场。

围封区域包括了两类,第一类是被拍卖的围封区。

在中村, 买得面积最大一块荒山的是一户张姓农

民,他购买了 2000多亩荒山。他在这片荒漠地上种

植了山杏,每年从这片地方上收割 10万斤以上的

饲草。这个家庭是村内养羊最多的农户,主要依靠

这片围封地上的草。在中村还有两户人家也买了荒

山,一户赵姓的农民在外村购买了 2800亩荒山,并

围封起来,这位赵姓农民由于年龄老了,子女多在

外工作,又将这片荒山转包出去了。此外一位李姓

村民也买了 300亩荒山。购买荒山的时间比较早,

买荒山所需要的资金并不多,但是网围栏往往会耗

费他们很多资金。

从政府的角度看,尽管荒山拍卖使一部分荒山

得到了保护,同时地方政府也从中得到一些收入,

但是还没有解决全部的环境退化问题。来自中央政

府的投入使地方政府有机会在围封当中起到很重

要的作用。沿着村前的河流,政府统一投入建设的

围封区已经达到了数千亩,仅在中村就有 2000多

亩。这些围封的地段属于京津风沙源项目区,由政

府投入资金进行统一围封。围封起来的沙化草场采

取了两种管理方式,大部分围封起来的草场由农户

购买了,在中村,共有 6 户人家购买了 760亩围封

区的草场。这些地方因为政府已经投入了资金进行

围封,所以出售时候的价格也比较高; 除了这些承

包到户的项目区以外,剩余的项目区则由政府统一

管理,成为对整个自然村开放的打草场。此外还有

铁路围封区和公路围封区,其目的在于保护铁路和

公路。

围封起来的草场是权属关系最为明确的,这里

严格规定不允许放牧,只能种草种树,作为打草场

使用。但是围绕这些围封的草地却在不断产生各种

矛盾和纠纷。

自然村边界的清晰与模糊

这个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小的地

区,相对于当地居民的数量来说,这里的自然条件

是很好的,在老人的记忆中,似乎只有当年的土匪

和日本人对当地的生存造成过很大的威胁。但是当

时这里有很好的环境, 农民至今还可以回忆当时

“棒打狍子瓢舀鱼”的日子。

当时的生产水平也是很低的, 农民不仅不养

羊,甚至大牲口也很少,农业耕作主要依靠人力,这

样土地开发就很有限,村民居住地周围都是荒地,

长满了野草。对于农民来说,草只是燃料,此外没有

什么价值。除了人们依靠人力开发出来的很少一点

耕地以外,山地、草原都没有任何明确的所属权。

据说自然村 (当地称为营子)的观念形成于

1950年代,在成立高级社的时候。这个地区靠近东

北地区,大概在 1945年前后就已经开始土地改革,

1949年前后开始在村内建立换工组。到初级社和

高级社,自然村的边界逐渐显现出来。在高级社的

时候, 中村与附近的大山湾村合并成立一个高级

社,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又重新分成两个生产队。

人民公社初期是人口增加比较快的时期,如果

我们考虑到在 1980年代初期第一轮土地承包时,

中村仅有 140人左右,那么有大约一半村民是在人

民公社时期迁入的。随着人口的增加,村庄的土地

也迅速被开发,当时虽然村庄上报的耕地仅有 700

亩,实际上开发的耕地已经达到了 1000亩。由于人

口增加,草场的牧草和烧柴也不是无限的了,各个

自然村之间的界限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这个

时候问题还不很严重,草场还没有成为特别紧缺的

资源,半农半牧区的农民甚至可以将自己的牲畜转

移到牧区放牧,因为牧区有更好的草场。

村庄边界的清晰化是在 1990 年代初完成的。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 村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大大激

发, 与此同时, 市场对羊毛、羊肉的需求也迅速增

加,价格上升直接刺激了村民增加牲畜的积极性,

牲畜的增加导致了草场资源的紧张, 特别是 1993

年以后,如果没有特别的关系,半农半牧区的村庄

很难再到纯牧区去放牧牲畜。为了保证自己的利

益,村民开始不希望有其他村庄牲畜进入自己的草

场,各个自然村开始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村庄边界。

村庄边界的清晰化过程也伴随了村庄之间的

冲突和妥协,典型的如皮村与另外一个自然村之间

的纠纷。在冲突之后,村庄之间的边界开始清晰。而

在中村与皮村之间则是妥协的结果。皮村与中村的

边界在山脊上,靠近中村一面的沙漠约有 2000多

亩被承包给前面所说的张姓村民,如果按照承包合

同和村界,这个村民可以将草场围封到山脊上,这

是两个自然村的分界处,但是这个村民并没有围封

到山脊,而是留出了一些空间,他认为这样可以减

少两个村庄之间的矛盾。

在自然村开始有越来越清晰的地理边界时候,

同一自然村的村民也越来越多地共享他们的资源

和共同利益,政府支持的项目也多是按照自然村实

施的。在自然村的范围内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利益。

但是从管理层面上,自然村的作用却开始逐步被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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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行政村的作用被放大。

在沙土村,行政村的组织结构已经比较完备,

脱产村干部有 6人,包括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副主任、会计、妇女主任和计生专干。在取消农业税

费以后,依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这些村干部可

以得到全额工资。他们被要求每天到办公室上班。

与行政村不同,自然村只有一个村民小组的组长,

他们只能得到很少的误工补贴,工作是兼职的。

职务的安排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

他们所掌握的资源有很大不同,近年来地方政府对

农村有许多支持项目,也是由行政村分配的。比较

其行政村的领导,村民小组可以支配的资源实在没

有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组长的权力和权威都

大大下降, 村民发生了事情也都是到村委会要求

解决。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自然村有

着共同利益和公共资源,但是他们却缺少有效的代

表反映村庄的利益,他们需要外在于村庄的权威来

协助他们解决村庄内部的问题。

生态政策与增加收入

沙土村处于生态过渡地带,它南面是沙漠,北

面是土山; 村庄西部和北部靠近纯牧区,东部和南

部靠近半农半牧区或农区,沙土村就处于这样两个

结合部位置。近年来政府在这里启动了一系列的生

态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扩大了政府对村民生活的

直接控制, 自然村在村民生活中的地位被进一步

降低。

京津风沙源项目是影响最大的项目。这个项目

将沙土村的 6000多亩沙漠围封在内,仅中村就被

围封了 2000多亩。中央政府拨出了专项资金,由林

业部门统一组织围封、种树和管理。尽管在统计上,

围封区还属于村庄的面积,但是已经不由村庄管理

了。村民抱怨说,“在前几年,种树还雇村民去种,现

在连种树都不要农民参加了。从外面雇来种树的人

根本不会种树,也不认真种树。”他们只能按照项目

区管理制度,从中收割一些饲草。

“以草定畜”和草畜平衡的政策受到了广泛重

视。以草定畜涉及到放牧场的面积,在 2002年,根

据当地草场植被状况,确定的标准是每 10亩草场

可以饲养 1 个绵羊单位①, 到 2005 年时候是 8 亩

草场饲养 1个绵羊单位。基于草场承包的数量,每

个家庭被限制饲养一定量的牲畜,如果一旦超过标

准就要从其它农户租赁草场来凑够草场面积,或者

被罚款。每年夏季地方政府都要组织核查统计村民

牲畜的存栏数量,但效果很有限。“草畜平衡”的政

策是基于村民饲草的储存量来确定过冬的牲畜头

数。每年秋季,乡村干部要经过详细测算,统计出村

民可能实际拥有的饲草数量,基于这些饲草的数量

来确定村民应该拥有的牲畜数量,多出的牲畜要被

强制出栏。但是实际仍然会有一些村民在冬末春初

时候因饲草不足而偷偷放牧。影响“以草定畜”和

“草畜平衡”政策实施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希望多饲

养牲畜, 村民主要依赖增加牲畜存栏量来增加收

入,地方政府也需要发展畜牧业以发展地方经济,

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开始用“以草定畜”的口号来代

替“以畜定草”的口号。

“舍饲禁牧”是影响更大的一项政策, 从 2002

年以来,许多地方都出台了“舍饲禁牧”的政策,“舍

饲禁牧”就是将牲畜圈养起来,全年或季节性地禁

止放牧。据说这样可以保护草场,因为没有了牲畜

的践踏和啃食,草可以长得更好。近年来,由于草场

退化,在半农半牧区,人们已经习惯冬天将牲畜圈

养起来。冬天还去放牧的人已经几乎完全没有了。

但是问题往往出现在草已经开始生长的春天,在半

舍饲村落,几乎所有村民都不能等到 6月开始解禁

以后放牧,他们的牲畜,特别是羊,在 5月的时候就

急不可待地要到草场上,而不肯再吃干草; 全舍饲

的村落也想办法将他们的羊找地方放出去,因为放

牧不仅可以节约劳动力、节省干草,还可以使牲畜

吃到新鲜的草,有利于牲畜增重。“舍饲禁牧”政策

落实的难度很大。

林业部门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在政府部门的

职责分工中,防止沙漠化的任务主要是林业部门在

负责,因而在沙漠地区,林业部门承担了越来越多

的生态保护职能。许多地方被划入林地、宜林地,这

些都属于林业部门直接管辖。乔木和灌木都是林

地,都在林业部门管辖范围之内。在沙土村民的生

活中,林场是一支重要力量,因为林场不仅禁止村

民到林区和围封项目区放牧,而且禁止村民到任何

生长灌木的地方放牧。沙土村已经没有天然林,现

有的林地都是人工林,包括田间防护林。田间防护

林已经都承包给了农户,但是农户没有砍伐权力,

任何砍伐都需要经过林业部门的批准。此外,在任

何林地放牧都是违法的,林业监管部门可以对一切

在林地放牧的村民进行处罚。

对放牧影响更大的是灌木,因为如果没有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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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牲畜的啃食,灌木覆盖区会迅速扩大。许多

灌木都是自然繁殖生长的,这些自然生长的灌木是

天然林,属于林业监管部门的职责之内。当河边、地

头、路边、甚至村庄周围都长起了灌木丛以后,村民

可以放牧的场所迅速缩小。尽管村民知道灌木可以

防风固沙,但是这却妨碍了他们放牧。

2002年前后,政府通过高额的罚款和征税,成

功地减少了山羊的存栏数量。地方政府和村民都认

为, 无节制地发展山羊是导致沙漠化的最重要原

因。因此对山羊加征了很多费用,如草场使用费、登

山费等等。多数农民感到税费过于沉重,因而减少

了山羊的饲养。地方政府禁止村民放牧山羊。这样,

当地山羊几乎全部被淘汰。

在这种成功经验的鼓励下,地方政府也希望通

过罚款来减少牲畜放牧对环境影响。为此政府扩充

生态监管的力量。在乡镇一级主要有两支生态监管

队伍。第一支队伍属于林业部门,当地人笼统地将

之称为林场, 林场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处罚在项目

区、林地,包括灌木区放牧的村民。另外一只队伍是

生态监管中队。为了落实禁牧的政策,在旗县级建

立了生态大队,在乡镇级建立了生态中队,他们的

主要职责是落实禁牧政策,对于在禁牧期私下放牧

的村民进行处罚。

在增加人员的同时, 监管人员的装备也被更

新。据农民反映,林场和生态中队的人现在普遍有

了摩托车,有的还有越野汽车,这加强了他们的机

动性。此外他们还配备了数码照相机,村民说,他们

查到私下放牧的就会用相机拍照下来,处罚的时候

根本无法抵赖。

地方政府在实施生态政策,对村民放牧实施各

种限制以后,也在积极推进村民改变饲养方式,希

望通过饲养方式的改变增加农民的收入。

政府积极支持村民建设越冬暖圈。牲畜越冬过

去是个严重问题,这里冬季非常寒冷,最冷的时候

可能会达到摄氏零下 30度以下。政府通过扶贫的

“千村工程”和其他一些项目支持,使村民普遍建立

了暖圈,这些暖圈用砖建围墙,覆盖塑料的顶,可以

有效保持圈内的温度,从而使牲畜顺利地过冬。为

了牲畜顺利过冬,政府还积极支持村民种植饲料和

牧草,现在多数饲养牲畜的村民都种植一部分饲料

以补充冬季饲草不足,但是种植多年生牧草的村民

还很少。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地方政府还积极鼓励

村民改进牲畜品种。近年来,村民引入了肉毛兼用

的德美羊,这种羊增重比较快,当年就可以出栏,而

且种畜还可以提供高质量的羊毛。每只新品种的羊

几乎可以比旧品种羊增加收入 100元以上。 2005

年村委会统一组织村民更换新品种羊,村民自己的

土种公羊都被统一管理起来,与村民自己的羊群分

开,母羊全部采取人工授精,村委会希望经过两三

年,全村的土种羊完全被新品种羊替代。这样可以

在不减少村民收入的基础上减少羊只存栏量。

另外一项刚刚发展起来的技术是胚胎移植。村

内一些农户引进了胚胎移植技术,移植胚胎所产羊

羔由农业部门以每只 1000元的价格回收。一些农

户已经从胚胎移植中获益。但是村民都知道,这只

是短时间内为了迅速获得纯种羊所采取的措施,这

样的收益不可能长久持续。

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技术改良解决草场退化和

牲畜增加的矛盾。他们希望通过改良品种,种植饲

料,最终实现全部“舍饲圈养”。没有牲畜蹬踏和啃

食,草原可以逐渐恢复。

农民策略

在生态保护中,政府成为直接的行动者。他们

亲自组织项目实施,直接雇佣人员监管,在政府和

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监管与逃避的关系。我们到皮

村访问的时候,村民见到一台吉普车进来,便纷纷

将自己羊圈在圈内,然后打探什么人来了。我们在

山上遇到放牛的老农, 他也开始慌忙将牛赶离树

林。村民对政策的回应是消极的逃避。

村民之所以对政策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在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政策将村民变成被动的接受者。

政策往往是“一刀切”的,从上而下制定出来的

政策只有是简单和标准化的才能被执行,斯科特在

《国家的视角》里面对此作了很多阐述[ 6 ]。现在所推

进的生态政策也是简单和标准化的,它们无法适应

村民具体的生活,从而产生很多冲突。

皮村的地理条件很特殊,它的草场都是被沙丘

包围的小块沙地,当地人称为“塔拉”,在每个沙丘

的底部都生长着灌木。按照林业部门的管理规定,

“塔拉”是村民放牧的草场,但是沙丘底部的灌木却

属于天然林,完全不能放牧。在这里产生了一个矛

盾,如果要去塔拉放牧,必须经过沙丘底部的灌木,

而这是违法的。村民要合法地放牧,就必须“非法”

地经过灌木丛。村民每次放牧都在担心林业管理部

门的检查和罚款。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候,政策

的制订者没有也无法考虑到村庄的具体情况,这使

政策很难在村庄得到彻底落实。从大范围看,禁牧

有助于恢复植被,改善草原的状况。但是对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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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皮村,其作用却很有限,特别是对中村。由于放牧

场面积迅速缩小,而牲畜数量迅速恢复,草场退化

很快,现在仅有的一点点放牧场根本不足以放牧他

们所拥有的牲畜。在这种情况下,季节性禁牧的作

用非常有限,即使严格禁牧,狭小的放牧场也无法

自然恢复。

实施上, 严格的禁牧政策也无法得到真正落

实。一些冬季饲草准备不足的村民根本无法维持到

第二年的 6月。在非法放牧和牲畜饿死的矛盾中,

他们往往选择非法放牧。因为购买饲草喂养牲畜几

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干草的价格已经达到每斤

0. 2元,除了一些农户在严重缺乏时候的少量购买

以外,多数村民不能依靠购买饲草养畜。如果依靠

购买饲草,就会大大提高牲畜养殖的成本,结果就

是赔钱。

更重要的是,每年 5月以后,草场开始返青,从

禁牧者的角度看,这个时候是必须禁牧的,只有禁

牧才能给刚刚生长出来的草以生长的时间。他们认

为在草刚刚返青时候放牧对草场的破坏最严重。但

是对村民来说,这个时候是羊需要吃青草的时间,

新草对于羊具有很强诱惑力, 而且这也是越冬过

后,羊只增加体重、增强体质最有利的时机。所以实

施禁牧以来,冬天禁牧比较容易做到,春天的禁牧

很难实现。村民普遍认为,当草返青以后,闻到新鲜

草香的羊就不肯再吃干草。“一刀切”的政策在执行

过程中因为与当地实际情况有距离,所以很难被真

正落实。

一些政策实施以后打乱了村庄的规则,引发了

矛盾和冲突。最典型的如荒山拍卖的政策。村庄中

草场的面积是有限的,近年来由于牲畜数量增加和

草场退化,放牧场已经成为紧缺的资源; 在村庄传

统中,草场是公共资源,所有人都有放牧的权利。但

是大面积草场被作为荒山拍卖以后,紧缺资源的占

有发生了很大不平衡。由于打草场的面积和产量有

限,那些没有购买荒山的农户甚至无法准备足够的

饲草。

草场占有的不平衡很容易引起村内矛盾。拍卖

的荒山都被用网围栏围封起来,网围栏不仅可以避

免牲畜的进入,更重要的是作为权利的标志。但是

网围栏被破坏、非法在围栏区内放牧的事情时有发

生。大面积围封的草场对那些缺少饲草的村民特别

有吸引力。在中村,由个人买下的那 2000多亩牧草

场周围经常有一两个村民放羊,据说私下放牧的那

个人储藏的饲草很少,又养了许多羊,他自己的草

场几乎没有多少草可以食用。张姓农民已经多次发

现他将牲畜放牧到自己的草场上,并抓住了几次,

但是据说效果很有限。甚至行政村集体围封的草场

也经常发生牲畜侵入的事件。对于这些侵入网围栏

的牲畜, 那些购买了草场的村民表示了很大的愤

怒,而其他村民似乎无动于衷。作为所有权的标志,

网围栏的作用得到村民普遍的认可,同一个自然村

的村民很少破坏网围栏,剪破网围栏、非法放牧的

往往是周边自然村的人。

面对这些在短期内为村民带来诸多不利的政

策,村民产生了自己的应对策略。

村民在村庄内部尽可能减少冲突,保持村庄内

部的和谐。张姓村民在购买草场时就仔细地考虑了

其他村民的反应, 所以选择了一片比较边远的地

方。但是这块地方远离村庄,看管比较困难,所以不

时会有其他村的村民偷偷放牧。当外村村民偷偷放

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采取比较严格的措施,最初

只是劝阻,劝阻无效的时候就会抓羊,最后要罚款。

尽管后来张姓村民的母亲将抓来的羊归还了其主

人,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本村人与外村人

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多数情况下一个自然村内还保留了一些村内

的认同,村民之间尽可能保持比较和谐的关系。一

些村庄内部的规则可以避免村庄内部的冲突,比如

在已经收割的农田和打草场都可以放牧,但是在羊

组群以后,每群羊都来自不同的家庭,羊倌会在自

己放牧羊群主人家的农田或打草场放牧,尽量避免

到其他人的农田或打草场放牧。

尽管有这些规则,但是在国家规则面前,这些

规则都很软弱,不足以成为村庄管理草场的根据。

村庄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家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却

与村民的日常生活产生矛盾,在这种矛盾面前,村

民采取了多种对策。粗略分析,这些对策可以包括

执行、违反和交易。

在政府权力可以明显控制的地方,国家的政策

和规则得到了执行。比如在邻近公路地区,我们很

难看到在禁牧季节放牧。由于交通方便,临近公路

的地方容易监管,地方政府对临近公路的地方也给

与了更多的关注, 因为这往往成为一个地方的脸

面,所以村民也很少违反这些规则。政府关注点经

常发生转移,在特别关注生态环境的时候,他们对

村民牲畜数量的检查也比较严格。实施最为彻底的

是限制山羊的政策,由于政府动员了很大的力量,

对违规者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措施,对饲养山羊的人

处以罚款,乃至最后没收羊只。山羊的饲养基本得

到了控制。现在只有个别村民保留了少部分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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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至少在名义上这些山羊是圈养的。

但是更为普遍的是违反,村民经常以两种名义

违反政策。第一个名义是政策不符合当地实际。比

如几乎所有的村民都说,在青草长出以后圈养是不

可能的,因为羊在闻到青草气息以后就不肯再吃干

草,如果继续圈养就必然导致羊只死亡。第二个名

义是以自己的生活受到威胁为理由。我们在山上遇

到了两个非法放牧的村民,一位老年男子放了几头

牛,他说,不能放牧就无法生活,自己年龄已经很大

了,再不能从事其它工作,只能依靠放牛。尽管在不

久前因为放牧被乡干部抓住了,为了逃避罚款,他

还请监管人员吃了饭, 但是他说不放牧就没有办

法,所以尽管可能会被罚款,他还是冒险出来放牧,

只是尽可能地远离树林。毫无疑问,生存需要是最

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如果执行政策会威胁到他们

的生存,那么违反政策就具有合理性。

违反政策更多地采取隐蔽的方式。与地方政府

形成直接对抗的事件很少,他们往往逐渐发展出一

些隐蔽的策略。典型的如放“夜羊”。现在村民甚至

采取集体行动,一旦知道有人检查,他们便暂时停

止放牧。在很多时候,因为各种各样关系,监管人员

成为通风报信的人。再比如,“以草定畜”是根据村

民所承包草场的面积确定其所饲养的数量。但是我

们已经知道,承包给村民的草场数量大大高于实际

可以放牧的面积,按照这样面积所制定出来的承载

量是大大超标的。在中村,每个人大约有 80- 100

亩草场,并且签订了以草定畜合同,但实际上村内

并没有如此多的草场。其次,由于允许村民以草场

流转的名义扩大牲畜饲养量,一些饲养牲畜多的村

民便在名义上将其他村民的草场流转过来,以此作

为增加牲畜的依据。尽管为了保护环境,地方政府

官员在过去的几年中也试图检查村民牲畜数量,但

是都不很成功,因为村庄内部复杂的关系,使外来

的检查者很难清晰地了解相互的流转关系。“圈

养”也成为了一种理由,因为从形式上说,“圈养”不

需要占用放牧场, 因此不受“以草定畜”政策的限

制,人们可以通过种植、购买增加饲料,但实际上完

全的“圈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最近由于政府对羊

只数量的控制减弱,已经没有人再顾及“以草定畜”

的指标了。

现在村民正在发展出一种新的交易方式,就是

村庄支付一定的“罚金”,监管者便允许村民在禁牧

季节放牧。监管机构一方面承担着监管的职责,另

一方面也是有自身利益的单位,他们在屡禁不止的

情况下,与其自己去罚款,还不如与村民达成协议,

既可以减少与村民的矛盾, 也可以对上级有所交

待。对于村民来说,他们增加了成本,但是也获得了

稳定的放牧权。对于村民来说,罚款不意味着停止

放牧,而是增加了放牧的成本。只要增加的成本比

收入低,那么还是要养羊。

畜牧业之外

在现在的政策下,养羊已经成为鸡肋,许多家

庭依靠牲畜获得有限的现金收入,没有养殖业,他

们现金收入的机会很少。许多村民表示,在我们这

个地方,如果不养羊,哪里会有收入?但是有一些村

民已经开始作出了另外的选择。

在皮村,一位村民很痛苦地告诉我们,他已经

不想再养羊了,现在只有 20来只羊,支付了各种罚

款以后,这些羊根本不足以维持家里的生活。他说

自己原来在外面打工,后来村里发展养殖业,日子

过好了,因此他回来了,但是由于禁牧和罚款,他感

到在村庄里面很难生存,因此决定还是到外面去打

工, 什么时候政策好了, 养羊可以赚钱的时候再

回来。

中村就没有那么悲观了, 自从山羊被禁养以

后,许多村民索性不再养羊,转而从事其它职业。这

个村共有 40户村民,其中将近 1ö3 的村民不再养

羊或牛,但是他们与无畜户不同,他们在村中并不

是贫困农户。在我们的初步统计中,有 13户村民不

再有牲畜,其中有 3 户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因为没

有劳动力,基本上不再从事生产活动。另外 10户

中,有 4户依靠在周边地区打工维持生活,其它的

6户中,有两户种植蔬菜、一户开办了加工厂、一户

从事电焊修理、一户做了专业羊倌,同时还开办了

商店,还有一户则依靠打工、跑运输。另外 27个有

牲畜的农户也不都是依靠牲畜的收入。比如村中养

羊最多的一个农户,他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

他承包沙地上所种植的杏树。多数村民在养羊的同

时也还在打一些零工、做一些小生意,比如贩卖皮

张等等。由于中村地处公路沿线,他们非畜牧业收

入的来源越来越多。

据我们观察,村民家庭状况与牲畜数量并不是

线性相关的,那些养羊的大户人家往往购买较大面

积的草场,牲畜给他们带来了比较高的收入,而那

些无畜的村民往往因为有了比较稳定的非畜牧业

收入,收入也往往较高。日子过得最紧张的可能是

那些少畜户,他们的牲畜很少,畜牧业收入有限,同

时他们也没有资金从事其它非农产业。

在非农产业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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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优势的影响。靠近公路地区,村民可以发展更多

的非农产业。中村临近公路,交通比较方便,这样就

催生出运输业,村中有数家拥有运输工具,他们主

要为修公路运送沙石料等。运输工具的增加带动了

修理行业的发展,现在村里已经出现了一家电焊修

理点。而地处浑善达克沙漠内的皮村就没有这些优

势了。我们看到,当皮村人感到生活压力的时候,他

选择的是离开这个村庄。

许多人认为人口压力是草原退化的重要原因,

也许从大区域和长时间段来看,这是正确的,但是

从微观的角度看,村庄人口在过去的 20多年中是

处于不断减少的。仅在中村,过去的 20年中就有近

10户人家外迁。在这 10户人家中,有 5人是外出

打工了,有 3 人在上了年纪以后投靠儿女了,还有

人原本不是村中人,在政策放宽以后回老家了。在

土地第一轮承包到第二轮承包之间,整个行政村的

人口都在减少。但是近年来,随着农业税费的减免,

许多原来放弃土地、离开村庄的村民又纷纷回到村

里,重新要求分配土地,但这并没有改变村庄人口

减少的趋势。

与许多人原有预期不同,人口减少以后并没有

缓解草场的压力,草场退化的现象并没有被遏制。

对于多数村民来说,由于草场紧张,他们不能完全

依赖牲畜,但是牲畜又是最为简单和保险的收入,

特别是中小农户仍然要发展畜牧业。地方政府希望

通过改良品种和种植牧草来发展畜牧业,从政府的

角度看,发展畜牧业仍然是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手

段。因此非畜牧业的发展还不能替代畜牧业发展。

一些分析

从我们以上的分析来看,尽管有了越来越严格

的政策,国家在草原地区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管理力

量,但实际上草原缺少真正的管理。

2005年政府宣布中国北方荒漠化土地面积减

少了,这似乎印证我们的政策发挥了作用。但是从

分析中可以看到,在村民与政府的博弈中,村民是

环境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在现有制度环境下,村民

并没有成为理性的、维护自身长远利益的行动者,

反而经常被短期利益所左右。问题出在了哪里?

对于相信产权可以解决问题的人来说,问题可

能就在于产权不清晰。尽管放牧场被承包给了村

民,但是由于没有全部被围封起来,边界仍然不清

晰。解决问题的方法似乎也很简单,就是通过落实

承包制度和围封,使放牧场被清晰地分割开来。

但是,我们的观察却相反,牧场问题的出现在

很大程度上正是社区共同利益被破坏的结果。如果

说在牧场上有三个可能的行动主体,即国家、村民

和社区,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村民被从社区中分离

出来,成为最积极的行动者,在缺少公共利益关注

的环境下,村民积极地发展了家庭畜牧业; 但是面

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 个体村民却显得无所适

从,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随后政府扮演起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但作为外部力量,

政府的政策受到了来自村民或村庄的抵抗,在很大

程度上,原有政策的目标已经发生偏移,政策执行

的效果被弱化。

在这个过程中,社区,或者更贴切地说是小共

同体的作用总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压抑。内蒙古自

治区实施的“双权一制”的政策包括了两个方面:所

有权被落实到村庄,使用权落实到农户。从我们的

研究来看,在建国以后,经过高级社、人民公社和后

来的草场使用权落实到村,自然村逐渐成为具有公

共财产的共同体,土地、草场和林地都在自然村内

部进行分配,甚至公共的放牧场也仅仅对本自然村

人员开放。自然村内部有很强的共同利益。而在自

然村之间则有清晰的地界,在落实“双权一制”的时

候,村庄的所有权基本上已经明确。

但是,我们的政策却在弱化自然村的职能。在

农村的管理架构中,自然村只设立村民组长一人,

这个人几乎不发挥什么作用,他们完全是兼职的。

村庄中的权力主要掌握在行政村组织中。自然村尽

管有共同的资产,但是没有完整的组织,因而他们

的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表达。如果缺少了行政村的

干预,自然村内的很多公共事务是无从组织的。随

着“土地三十年不变”政策的落实, 草场被承包到

户,社区所能采取行动的能力越来越弱化。在草场

管理中涉及到了三个行动主体,就是国家、村庄和

农户。但是在过去的政策中只强调国家和村民两个

层面,甚至村民也只是被动的服从者,而不是主动

的行动者。主动的行动者只有政府。

政府的政策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落实,所谓

“一刀切”就是采取简单和标准化行动,这种政策执

行方式强化了政府的职能,地方社会不可能对之进

行合法的调节。在政府政策面前,小共同体几乎没

有任何作用。任何一刀切的政策都不可能完全适合

当地的需要,但是在政府的权威中,严格地执行政

策成为最重要的目标,而不必顾及这个政策本身的

目的是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就只是政府的事情,与村

民没有关系了。被政策赋予管理权力的人才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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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而其他没有被赋予管理权力的人则不负任何

责任。放牧成为职能部门管理的事务,村民在放牧

的时候,如果不是侵害了农地,那么不管是在禁牧

期间,还是在禁止放牧的林地,村民都不会关注这

些事情,尽管这些林地和草场可能与每一个村民的

利益都有直接的关系。

当集体和集体利益被忽视和弱化,只剩下国家

与村民直接博弈的时候,政策就失去了群众基础,

所有的制度和政策都成为农民社会之外强加给他

们的,他们本身则不再关注这些事务。

国家试图通过承包激发村民家庭的积极性,但

是可以看到,草场无法被清晰地划分给村民,村民

必须集体使用这些草场; 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发展

经济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但是却不能采取集体行

动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在这个时候,我

们看到,草场成为没有管理主体的“公地”,村民可

以任意使用,但却没有人做出保护。

当国家不断强化其管理权力的时候,由于失去

了社区基础,缺少了地方规范和社区压力的支持,

在严格的政策下,产生的却是管理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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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nagem en t Absence
——A Case Study of T he M anagem en t of A Sem i2Farm Sem i2Pastu ring A rea

W AN G X iao2yi
(R esearch Cen ter of Socio logy, Ch inese Social Science Inst itu te, Beijing 100732, Ch ina)

Abstract　 T he degenera t ion of grasslands in the N o rth, no t on ly influence the life of loca l peop le, bu t

a lso the environm en t of m o st parts of the reg ion. In recen t years, the governm en t has m ade ou t a series

of po licies and invested a la rge sum of cap ita l to change the degenera t ion of the grasslands, w h ich did no t

receive a good resu lt. T he farm ers seem ed to vio la te the po licies the governm en t m ade. T h is paper takes

a sem i2fa rm sem i2pastu ring area as an exam p le, ob serving the recen t change of the stockb reed ing p ro2
duct ion, and analyzing the in teract ion of the behavio rs of the farm ers and the governm en t.

Key words　 the m anagem en t of grasslands; sem i2fa rm sem i2pastu ring area; eco log ica l po 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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